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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人类学应偏

向于不同族群文化的共时性

关怀, 因为, 目前的人类学在

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潜质的

学科, 它的开放性、 整合性、 战略性、 应用性价值非其他学科所能替代, 尤其对已经改革开放了的中国更是如此。今后中

国人类学的发展, 应该更注重本土的研究, 即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 做符合国情的调查研究和 “文法” 提升, 同时, 对中

华文化传统也要有一个基本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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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请你谈谈在国外攻读人类学的情况, 以及主

要收获。

彭: 对我而言, 进入人类学领域完全是被自己的

学术情趣所趋动。1984年, 我考入贵州大学攻读世界

文学 (比较文学 )硕士研究生, 主攻英美文学。从东

南沿海的福建去往西南高原, 我情不自禁地被当地

的少数民族文化形态所吸引, 它让我真实地感受到

另一类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 我虽出生于一个书香

世家, 从父亲往上推, 已有五代为知识分子。祖父和

父亲都是大学教授。 然而 1958年, 自从父亲被打成

右派以后, 我们家就 “中道衰落”。 特别是文化大革

命期间, 我开始了 “低人一等” 的生活。政治牵连、

“狗崽子”、随父下放、上山下乡……使我有机会接触

到中国最基层的人民, 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我因此失

去了来自先辈那种 “士” 濡染氛围而变得不羁。所以

当我到了贵州, 我觉得很开心。尤其是接触那些与汉

民族完全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化时, 更有着来自本性

的娱悦。从此, 我一边学我的英美文学, 一边了解当

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那几年正遇上中国对外开

放, 陆续有不少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语言学家、

民族音乐学家、宗教人士到贵州做田野调查, 他们一

边在大学里教书、 学汉语, 一边往民族地区跑调查。

而我是中文系里英语学得最好的, 于是被叫去当 “老

外” 的汉语老师, 而他们却成了我的人类学老师。课

堂里他们是我的学生, 田野中我是他们的学生。彼此

“混” 得相当熟悉。我的小屋经常成了人类学家、 人

类学博士研究生聚会的场所。我的原版人类学著作、

西方大学人类学教本也慢慢地多了起来。 与我玩得

较好的有 Lou isa SCH E IN、 P r io r夫妇, 稍后有张兆

和博士。 我们从 J. G. F razer、 Ru th Benedict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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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 i-s trau ss、 Fou cau lt。这种学术兴趣甚至影响到我

的硕士论文的方向: 《从希腊神话的酒神看模仿及文

化类型》。为准备毕业论文, 我到北京图书馆搜集有

关神话学的材料。 特别当我借阅了当时在北图仍属

孤本的 《金枝》 (我清楚地记得, 在破旧的扉叶上遗

着 “巴金赠书” ), 我着实被它所吸引, 而当我读到

F ra zer在书中引用的有关贵州苗族村落前神圣 “枫

树” 的例子时, 我被震撼了。于是, 我把自己可以支

配的可怜经费全部用于这本书的复印。后来我才知

道, 马林诺夫斯基也是被这一本书引入人类学殿堂

的。 顺便一提, 我在研究生学习的第三年参加了

TOEFL考试, 并得到美国亚里桑那大学人类学的奖

学金, 后因国家教委禁止在读研究生中断国内学业

出国的文件出台而未成行。

研究生毕业后, 我留在了贵州, 甚至把妻子女儿

也带到了高原。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迷上了

人类学。1988年, 我获得了国家教委公派赴法国进修

的名额, 在同时收到多所大学、 三个专业方向 (比较

文学、 世界电影史和人类学 )的邀请函时, 我毅然选

择了人类学。有意思得很, 在国家教委的一份表格中

将人类学赫然填上 “新学科”。 在法国, 我先在尼斯

大学 (U nive rsie de N ice) 社会学人类学系跟研究生

听课, 觉得一点都不过瘾, 一则由于那些理论、流派、

人物我大都自学过。 二则是所有例子都是法属殖民

地的非洲文化。除了泡图书馆外, 自觉收获无多。半

年后, 我转到巴黎, 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 (CNRS)

“华南及印支半岛人类学研究所” 从事研究, 师从

Jacque l Lem o ine博士开始了具体的区域性族群研

究, 对苗—瑶的国际化及文化变迁进行调研。由于自

己参与了国际瑶学会的一些工作, 包括参与主持瑶

学会的国际研讨会、 翻译相关的文章等, 与乔健、 谢

剑、 张有隽、 容观 、 徐杰舜、 宫哲兵 、 M illes等人

类学家、 民族学家都相识。

徐: 在学术上对你影响最大的人类学家是谁 (无

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 对你影响最大的人类学著

作是什么?

彭: 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对我影响最大的自然要

数 Jacques L em o ine, 我除了在法国直接跟他学习和

研究以外, 因区域范围、 研究对象、 调查族群一致,

即使我在回国后的数年间, 我们也没有中断过交流

和联系; 每年都有一两次在东南亚某个国家或者中

国西南的某个民族地区谋面, 或会议、 或课题、 或田

野, 泰国清迈、 曼谷、 香港、 广西贺县、 云南河口、

法国巴黎, 师徒又多次重逢。 1997年, 我到荷兰莱顿

出席国际会议, 他再度邀请我顺访法国。 他对苗族、

瑶族的研究以及田野作业的方法对我都有很大的影

响。 L em o ine博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华南及印支半

岛, 对族群性、 区域性、 战略性等把握一直对我有着

重大的启示。人类学家有多种类型: 有偏重于理论建

构, 专注于对文化法则研究的 “大人类学家”, 如

Lev i-strauss; 有从具体的族群研究中提升文化规则

的 “中人类学家”, 如 E. R. Leach; 有确定族群对

象的、区别性研究的 “小人类学家”。Lem o ine博士属

于后者。他一生几乎都在他的研究区域里从事研究,

精通数门语言: 法语、 英语、 汉语、 泰语、 越南语、

老挝语, 甚至还了解一些苗语、 瑶话。也许在某一历

史阶段这种 “小人类学家” 的作用并不像 “大人类学

家” 们那样为学术界普遍注意, 然而, 在特定的历史

时期, “小人类学家” 作用可能远远超过 “大人类学

家”, 特别在战略性和应用性上更为明显。不言而喻,

任何人不会将这里的 “大中小”与简单的价值判断相

附会。就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社会而言, 永远存在着对

社区研究 “是否能够代表中国社会” 的质疑; 着重于

作 “文法” 研究又会面临 “大而无当” 的危险。关键

在于, 任何人类学研究都由具体的人和对确定的族

群、 社区为单位。 显然, 这是一个永远无解的两难。

我以为, 人类学的魅力正在于此。为什么我们要企求

获得 “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东西呢? 如果我们相信

“每一滴露珠都能反射出太阳的光芒”, 我们的工作

就是研究 “露珠” 的, 这不是很好吗?

人类学原本以对 “异文化” 了解为己任的学科,

在这个意义上, 人类学家成为事实上的 “边缘人”。中

国古代的兵书上说: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对于绝

大多数人来说, 长期浸淫于一个习以为常的母体文

化中, 并不容易确认 “我是谁?” 只有建立两个民族、

族群以上的文化参照系统, 对许多问题的理解和认

识才有机会更为全面和深入。 历史学侧重于建构文

化的历时性参照 , 人类学则偏向于不同族群文化的

共时性关怀。

要说国内人类学家对我的影响, 主要有费孝通

和王铭铭。费孝通是我们的长辈, 我除了在讲习班上

听过他几次课外, 并无荣幸成为他的弟子。但费孝通

早年对瑶族的研究, 稍后的功能学说的本土化和中

国气派 (迈向人民的人类学 ); 他的献身精神、 他的

文化乡土论都对我有着学术上的引导作用。 王铭铭

是我的朋友, 要牵强附会的 “拉关系” 的话, 我现在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 他是从厦门大学人类

学系毕业的高足。我在厦门大学呆了六年, 他在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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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了六年。可是我这种 “拉虎皮作大旗” 的伎俩

立马被人戳穿, 年代整个对不上号! 不过, 咱俩关系

挺 “铁” 倒是事实。但是我自信还不至于庸俗到因为

关系好就无学术主见地被 “影响” 的地步。王铭铭对

我的影响主要是他的 “人类学中国研究” 的著述系

列。由于他本人罕有的学术背景及他的悟性、 勤奋,

致使他的学术思想、对西方人类学的介绍、对闽南文

化圈的长期调查体验达到统一。 他的著述我爱读并

多生同感、 受益良多。如果要说这也是影响的话, 那

就是了。

要说对我起过影响的人类学著作, 倒是很难详

言。 主要原因是自己的性格过于放任, 学术上多有

“迁徙”,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兴趣, 书读得就杂。不

少好心的学友劝我: “你这样放任当不了专家”。我满

脸堆笑地回了: “我是 `学术浪子’ , 做不了专家就做

学者。 做专家意味着成名成家, 做学者表明永远在

`学’ , 永远的学生。” 于是相当 “阿 Q” 地轻松释然。

当然, 硬是要举一些影响我的著作有: F razer的 《金

枝》、 M auss的 《礼物》、 B ened ic t的 《文化模式》、

S trauss的 《野性的思维》、 G eer zy的 《文化的解释》、

费孝通的 《乡土中国》 等等。

徐: 你从事人类学研究以来的主要学术成果?有

什么创新? 最近的研究方向?

彭: 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 学术兴趣和田野经

验, 我的人类学成果也主要集中于中国西南和东南。

主编了 “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 (上海文艺 ), 出版的

著作 (含合著 ) 计有: 《东西方文化解析》 (贵州教

育 )、 《神灵文化与高原民俗》 (贵州人民 )、 《西南舅

权论》 (云南教育 )、 《文化特例》 (贵州人民 )、 《南方

民族音乐文化》 (广西人民 )、 《渔村叙事》 (浙江人

民 )、 《山族》 (即出 ) 等。 此外尚有神话研究、 瑶族

研究、 民族音乐研究、 文学人类学研究、 海外华人的

族群认同与家族企业等系列论文。 我偏向于把人类

学作为一种视野, 一种方法, 将它尽可能地融合到研

究对象中去。我偏爱做 “ Boas式”、 “李亦园式” 的人

类学者, 把开放的、整合的人类学学科和理念无拘束

地潜移到研究中去, 在这方面我非常敬佩李亦园先

生, 他的研究广泛而且深入, 无论他讨论的问题是什

么, 哲学的、 伦理的、 宗教的、 法律的、 文学的、 戏

剧的、 企业的、 管理的、 医疗的、 饮食的……他应用

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能力都堪为大师。 毕竟人类生

活丰富而多彩, 毕竟人类的文化复杂又多变。一言而

蔽之, 只要是人类的行为就都具有人类学性; 只要你

用人类学的眼光和方法去看待、 去研究就可以是人

类学研究。因此, 我的研究谈不上什么创新, 充其量

不过跟着先辈的步伐努力而已。当然, 这不妨碍在一

些具体研究上属于自己知识结构、思维习惯、民族志

写法上的一些特点。

随着工作的调动, 我从西南迁到了东南, 我的人

生又经历了一次迁徙, 它使我的研究也相应地进行

了必要的调整, 我将学术注意力集中到海外华人群

的亲缘 /地缘的互动关系上, 着意了解华人的文化认

同、家族企业与祖国、所在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变迁状

况。与此同时, 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学友共同发起成

立了一个 “文学人类学研究会”, 在乐黛云、 李亦园

等前辈的指导下, 尝试着在两个学科之间进行 “科际

整合”。我主持的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讨会于 1997

年底在厦门召开。由叶舒宪教授主编文学人类学专

集 “文化与文本” 也于 1998年 10月出版。

徐: 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学在中国已经崛起, 你以

为如何? 你对人类学在中国的现状如何评价?

彭: “崛起” 是一个相当含糊的语用, 且带有口

号的意味。我以为, 如果勉强要用 “崛起” 这个词并

作大致的考量的话, 它应该包括这样三个层次的意

义: 1. 人类学科力量的充分壮大。其强大的指标至少

有: 从事人类学教学 (教师和学生 )、 科研 (研究人

员 )的数量足够多。同时, 其科研成果 (包括理论研

究和应用性项目 ) 的质量和水平达到一个相应的高

度。 2. 人类学得到官方, 或者说体制性重视。具体而

言, 政府和决策部门对这一学科的必要性和务实性

认识充分, 并加以扶持。3. 民众的普遍认识或者是一

般认可, 至少有很多人知道 (最低限度要听过 )人类

学。人类学自 80年代在中国重新恢复以来, 确实取

得了可观的成绩; 然而, 窃以为, 它还只是局限在一

个相当有限的范围, 准确地说, 是人类学作为一个

“新学科” 强烈地需要得到认可、 期待发展的一种心

态。 在很大程度上属于 “主观” 性看法。 它与 80年

代以后那些林林总总的 “热” (方法论热、 神话热、文

化热等 ) 并无实质性差别。 甚至尚不足于达到那种

“热度”。就现在国内的人类学状况来看, 无论是人类

学机构的数量 (大学及科研系所 )、 从事教学和科研

人员的数量还是所取得成果的数量与质量都远不足

与泱泱大国相符。虽然有些省区在明显增长, 如广西

民族学院; 有些地方则在萎缩, 如厦门大学。至于官

方民众, 则对人类学还保持着 “白板” 状态。

作为一个人类学者, 我本人对人类学在中国的

发展持乐观态度 , 我个人也能够做到对自己所钟爱

的学科的毕生忠诚。 我同时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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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质的学科 , 它的开放性、 整合性、 战略性、 应用性

价值非其他学科所能替代, 不应该过高地夸饰它。任

何学科, 就其自身的发展而言都与其学术传统分不

开。中国人类学经过几十年的断裂, 所造成的后果相

当严重, 要恢复它、 弥补它需要耗费巨大的力气。同

时, 也需要时间。因此, 我们更需要团结起来, 努力

工作, 尽快拿出更多、 更好的成果, 让人家去评价。

如果有这么一天, 当我们的世界同行们说: “中国的

人类学已经崛起”, 那倒是我更乐意听到的。

徐: 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难点是学科地位问题,

似乎已经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 你对此有何看法 ?

彭: 人类学自诞生以来, 其重要的理论依据之一

是进化论。 它由基本的 “两翼” (体质与文化 ) 所构

成。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 , 由于学科的细致化, 致使

两翼产生了相对的分离。人类学的中国化过程, 更是

将原先并置的部分依 “自然科学” / “社会科学” 的

分类作了进一步强化。 似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人类

学已经成了 “画地为牢” 的东西。人类学变成了 “人

类文化学” (这个语用还相当通行 )。从人类学变成文

化人类学, 再变成 “人类文化学”, 重蹈着中国式的

学理轨迹。体质人类学则成为相对独立的部分, 基本

上不关心学科 “定位”, 因为它被划到 “自然科学” 那

儿去了。 国家制度下的 “重理” 使其免受了 “轻文”

的痛苦。在人类 “地球村” 一体化发展的今天, 经济、

科技强化着从国家到个人的务实性, 要在中国这样

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 )讨得一个高

地位, 实在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说到底, 它是国

家制度下的策略问题, 不是学者们能够真正讨得了

“说法” 的。有意者可参见拙文 《科学的限度》 ( 《光

明日报· 理论版》 1998. 8. 14. )本人是从事文化人类

学研究的学者, 自然知道学科的重要性。我想, 只有

中国人类学真正 “崛起” 了 , 才有机会到国家制度那

里去获得更高的评价和地位。 一个孙子要去讨 “爷

爷” 的名分和地位, 岂不令人怡笑。只有孙子真正变

成了爷爷, 才可能拥有爷爷所有。用这一次以美国为

首的北约袭击中国驻南使馆的例子来比况, 就应了

这样一个真理: 发展才是硬道理! 中国人类学更是真

正发展得充分壮大, 地位问题也就解决了。这是铁钉

的道理。

徐: 请你谈谈人类学的本土化问题。人类学本土

化在中国如何 “化” 法?

彭: 关于这方面的话题, 在 1997年昆明会议期

间, 光明日报记者曾邀请几位青年学者就此问题有

过一次交谈 (参见 《研究中国、 建设中国五人谈》 载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1997. 4. )本人亦在其中, 此不

作详述。

不过我倒想就一些具体问题简单地谈几句。 1.

由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 (这里的 “中国” 是以中华文

化传统为基本内涵, 不是以政治命名和国家领土为

背景的概念 )。2. 做符合国情的调查研究和 “文法”提

升, 必要的时候, 可以建立自己的 “话语”。在此我

举云南纳西族的东巴文化为例子。 “东巴” 原本是纳

西族祭司制度下独特的文化传袭现象。 如果勉强用

已经规约化了的 “萨满” 去套用, 不啻为削足适履;

而且还会带出许多问题。 本人在几次国际会议上就

看到过这样的尴尬, 个别中国学者以诸如 “图腾禁

忌”、 “祖先崇拜” 等去套用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事

像, 结果西方学者首先让他将这些名称的出处、 含

义、 使用范围、 表现特征 “检索” 出来。我不能说西

方学者在有意刁难, 因为你用了这些概念, 人家就有

权利要求你回答。 如果将 “东巴” 去套 “萨满”, 同

样要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何不直接用 “东巴”

呢?! 好了, 现在世界上的人要研究纳西族文化, 都

必须首先去了解 “东巴”。 那么, 你在纳西族文化上

就拥有了自己的 “话语权”。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刻

意去做这种工作。人类学既然为 “舶来” 学科, 我们

就应该全面了解、弄懂它所包含的内容, 没有这样的

前提, 连 “自我” 都很难确认。 3. 对中国文化传统要

有一个基本透视。中华文明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 尤

其是遗留大量的历史文献, 对于这一笔先辈留下来

的宝贵遗产, 任何本土学者所做的本土研究都不能

漠视。因此, 田野调查与历史文本并重的人类学研究

应该构成本土化的一个方面, 这也是社会文化结构

“十字架” 中历时性的必备条件。我们应该张扬历史

人类学、文本人类学方面的研究。4. 组成社会文化结

构 “十字架”综结的另外一个方面自然是所谓的共时

性。在这方面, 费孝通先生的 “多元一体” 已经作了

概括。以我的体会, 多元一体不独指 56个民族共同

组成中华民族的单一层面; 它也可以指示不同区域

生态、 不同文化圈的事实存在。古来中国就有 “中西

南北中”的说法, 它也可以用以说明 “多元一体”。近

几年来, “楚文化”、 “粤文化”、 “闽文化” 大量见诸

报章, 都在强调区域的、乡土的、民间的特点和特质。

徐: 田野考察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功, 请你谈谈

这方面的体会和体验

彭: 文化人类学研究与其他一些人文社会科学

有所不同, 它不是理念的 、灵感的、自上而下的研究;

相反, 它是亲历的、 观察的、 自下而上的研究。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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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田野作业有对基层单位的具体要求, 民族的、族

群的、 村落的、 社区的, 同时是亲身参与观察性的调

查, 无疑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标志, 对这一环节的缺

失, 很难谈得上完整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在田野作

业中, 主位与客位的关系必须兼顾。从事民间文学研

究也提供先期的 “采风” 调查, 与人类学调查不同的

是, “采风” 不但时间短、 范围窄 (局限于民间文学

范畴 ), 更重要的是 “以我为主”。另一方面, 民族志

的体例和写作要求也成了检讨田野作业的标准。 传

统的民族志基本上强调主位研究 ( em ic appro ach),

要求研究者站在被研究者立场上的研究。 解释人类

学出现以后, 客位研究 ( e tic appro ach) 被提到了一

个空前的高度, 它鼓励人类学者根据自己的观点、知

识背景对调查对象进行解释。 甚至主张 “实验民族

志” 写作。

以我本人的田野经验, 在调查过程中还是尽可

能的 “主位”, 否则会影响到对客观存在理由的解释

效度。当然我并不排斥 (其实也无法排斥 )来自主观

上对事实的看法, 毕竟那都是我的亲身体验和分析。

在民族志写作上我基本上做两种文本的写作。 比如

我对贵州荔波瑶麓瑶族的调查就是这样。 目前我对

客家族群的田野调查也是这样。这有一个好处, 即可

以让读者通过视角转移来看待所调查的族群和文

化。其中一个文本 (即按传统民族志的要求 )尽可能

隐匿自己, 让客观事实说话。另外一个文本 (即贯彻

实验民族志的精神 )写出 “我的”看法、 思考和解释,

甚至直觉、 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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